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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及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农村

聚落的内容再次成为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大都市区作为快速城镇化和生产生活要素集聚的重点区域，其农村聚落

的用地变化快速且复杂，成为了农村聚落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农村土地非农化指数，将2013年广州市农村

聚落分为农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起步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发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主导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型农

村聚落五种。结合GIS空间分析，对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从市域角度，

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总体呈现出围绕大都市内核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由外向内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程度逐步升

高。②从各区层面，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受副中心城镇化发展水平影响显著，近郊区域呈现面状圈层化分布，远郊

则表现出沿道路的线状分布特点。③从局部尺度，重大基础设施对周边农村聚落的土地非农化发展有较大拉动作

用，导致高土地非农化农村聚落点状出现。随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确定村内路网密度、与主

城距离、流动人口、村集体收入、村民人均收入为影响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分析各

因子对大都市区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对如何利用农村非农化进程促进城市发展、优化调控农村

土地利用和规划村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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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促

使传统农村聚落由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向更为开

放的城乡关系转变，土地、资本及劳动力等生产要

素的流动性增强，推动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快速发

展。这一进程正通过城镇用地扩张、产业结构演

变、人口流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推动农村地区

生产要素分化和重组，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农村用

地空间结构。在这一趋势下，农村地区非农化发展

速度大幅增加，而非农化的空间表现就是农村非农

用地的演变和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城镇化正经历由生产

要素驱动向科技驱动、企业主导向以人为本、城乡

二元向城乡融合、高速增长向平稳增长转变的时

期，个人、科技的驱动作用越发重要，这一特征在大

都市区表现更为明显，其农村聚落非农化也呈现新

的特征。对于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的广州市，在城

镇化发展新特点影响下，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发展更

加复杂，城乡融合趋势更明显，研究其农村土地非

农化空间特征和机制能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城乡

土地集约利用和二元体制的优化改善及农村转型

发展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农村聚落的研究大致始于19世纪，经历定性描

述和基础理论构建时期、理论发展与计量和模式化

研究时期、空间分析与人本主义研究时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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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从早期的农村聚落形成发展、空间形态、

布局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白吕纳, 1935; 林超,

1938; 金其铭, 1988; 许学强等, 1996)、农业区位论、

农村聚落空间演变(沃尔特·克里斯塔勒, 1933; 费

孝通, 1998)发展到农村区位条件、类型和职能划

分、城乡关系的相关研究 (Pacione, 1984; 张小林,

1996)再发展到农村聚落的空间可视化分析模拟、

农村聚落转型发展 (Erickson et al, 2002; Antrop,

2004)、农村景观、生态环境和内部结构(乔家君等,

2006; 晨光等, 2015; 杨忍等, 2016)、农村规划(冯健

等, 2008)以及基于人本思想的人类决策对农村聚

落演变的影响、农村社区与农村社会问题的探讨

(Nelson, 2001; Brown, 2005; 刘彦随等, 2009)。

农村要素的非农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农村非农化的健康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相

一致。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农村衰退、资源浪费等

矛盾日益突出，城乡一体化和统筹城乡发展成为了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要求。在此要求下，农村要素

非农化逐渐展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热点，内容涉及农

村人口要素的非农化(谢长青等, 2008; 龙冬平等，

2014)、就业非农化(苑韶峰等, 2017)、产业非农化

(杨忍等, 2015)以及农村非农化与城镇化相互关系

的探讨(曹广忠等, 2016)。而农村土地要素作为空

间景观上最直接的体现，其非农化成为近几年的研

究重点，目前学者们主要聚焦在农村土地非农化非

农化的制度、政策优化(孟宏斌, 2017)、农地保护(杨

志荣等, 2008)以及农村土地非农化的空间演变及

影响因素(龙花楼, 2012; 李涛等, 2016)。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揭示其背后驱

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王劲峰等, 2017)，该

方法主要应用于医学(Wang et al, 2010)、自然科学

(Lou et al, 2016)、社会科学、城市化动力机制(刘彦

随等, 2012)、环境科学(Li et al, 2013)和农村问题等

方面，其中农村问题集中在农村贫困化(刘彦随等,

2017)、粮食问题(胡丹等, 2014)、聚落格局、空间分

布和农村用地格局(杨忍等, 2011; 杨忍等, 2013)。

农村土地非农化作为农村城镇化的空间体现，

关于其空间演变的驱动机制和影响因子分析成为

各学者关注的问题，成果不断涌现。大都市区作为

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区域，其都市内核对农村聚落的

非农化影响极为强烈，且不同区域之间也存在较大

的差异。目前关于特定都市区、农村土地非农化与

都市内核相互关系以及都市区内部不同区域差异

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广州市农村腹地广阔，大都市

内核对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深远。本文采用地理

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了广州大都市区对农村腹地的辐

射影响关系及其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的空间特征，

在城乡一体化的视角下构建了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影

响机制，并着重分析了不同影响因子的空间差异，以

期丰富都市内核辐射下的农村聚落非农化发展研

究、非农化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交互关系研究，并对农

村土地利用规划调控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范围界定

大都市区主要空间特点为：具有一个城镇化水

平高度发展的核心区，并具有大面积的农村腹地区

域，非大都市区农村腹地往往偏小。2013年广州市

域总面积为 7434 km²，其中农村总面积为 5650.73

km²，占比 76.01%，腹地面积广大，且内核空间表征

突出，大都市特征显著。

本文选取番禺区、花都区、南沙区以及远郊的

增城市、从化市(广州市代管，2014年撤市设区)和白

云区、黄埔区、萝岗区(2014年与黄埔区合并)的行政

村用地构成广州市大都市区的农村腹地；而海珠

区、天河区、越秀区和荔湾区等完全城镇化区域和

白云、黄埔、萝岗等近郊高度城镇化区域用地构成

大都市区的核心(图 1)。剔除无效数据后样本共包

含全市1107个行政村。

2.2 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广州市村域土地利用现状(2013年)、

广州市村庄规划数据库(2013 年)和行政区划数据

(2013年)，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探讨农村用城镇

化程度的空间分布、分异特征，结合广州市村庄规

划现状调查数据(2013年)和新农村规划以及各县区

地方志(2013年)、广州市统计年鉴(2013年)等文件

中涉及的社会经济数据，采用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

合的方法，探讨广州大都市区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

发展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

2.3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的方法是GIS空间分析、线性回

归以及地理探测器的相关方法。

(1) 多元线性回归

多元线性回归是常用的解决地理问题的数学

分析方法之一，可探讨自变量与因变量统计学关

系，从数量关系考虑各因素对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

的影响。该模型中各因素的显著性水平可作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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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是主要影响因素的判断标准。模型表达式为：

Y = a0 + a1F1 + a2 F2 +… + an Fn (1)

式中：Y是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F1 、F2 、…、Fn 为

影响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因素；a1 、a2 、…、an 为

各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a0 为

截距(常数)。

(2) 地理探测器

相关研究表明，地理探测器方法在探索地理现

象空间分异十分有效，因而选取地理探测器为研究

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的空间分异及其形成机制

的方法。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力值q的表达式为：

qD,U = 1 - 1
nσ 2

U

∑
i = 1

m

nD, iσ
2
UD, i

(2)

式中：qD, U 为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D、影响因素U

的探测力值；n为全市行政村的个数；m为次级分区

行政村的个数(自然断点法获得)；nD, i 为次级分区

内行政村的个数；σ 2
U 为全市范围内农村土地非农

化水平的方差；σ 2
UD, i

为次级分区范围内农村土地非

农化水平的方差；qD, U 取值区间为[0,1]，qD, U 值越

大，U因素对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影响程度越高。

3 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的空间特征

土地非农化作为城镇化程度重要的衡量指标，

也是城镇化在现实中最直观的体现，本文采用农村

土地非农化水平指数进行量度和分析。农村土地

非农化水平是指某一时间截面下，农村聚落中非农

建设用地占总用地的比例，是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

的量度指标，具体算法为：

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农

村土地总量(水域除外)

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包括居民点建设用地、区域

交通设施用地、区域公用设施用地、工业、商业用

地、特殊用地、采矿用地等，此外总量还包括农业用

地、未利用地、绿地等用地类型。对广州市 1107个

行政村进行测算，采用自然断点法，结合村庄相关社

会、自然数据并结合实地调研对其进行分类(表 1)；

通过 GIS 软件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聚落进行空间分

析，具体的空间布局如图2。

3.1 市域角度，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水平总体上从

大都市内核向外随距离增加而降低

从整体上看，广州市农村聚落的非农化水平随

其与大都市核心的距离增加而降低，基本上遵循由

外向内呈现农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起步型农村

聚落—非农化发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主导型农

村聚落—非农化型农村聚落的规律。一方面，土地

非农化率较高的农村聚落(非农化主导型、非农化

型)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内核的近郊区域，如番禺(外

来人口集聚地)，花都(工业副中心)，增城南部和西

部(靠近黄埔、萝岗旧工业区，承接主城工业外扩的

区域)以及白云区北部(紧邻主城区域)的农村土地

非农化率也较高。这些区域作为传统的城市腹地，

区位、资源优势强促进区域农村聚落自发非农化的

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广州市工业、企业、流动人口

等主要集中在城市近郊的天河、白云、黄埔、番禺等

近郊区域(周春山等，2004；高军波等 2010)，大量生

产要素和流动人口向近郊集聚，推动了一批以工

业、商业、房屋租赁业务为主产业的农村聚落涌现，

这些外部力量提升了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

与之相对的，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低的区域主

要集中在远离大都市内核的增城东部和北部、从化

区域，地形、外来人口以及基础设施的先天不足导

致农村聚落自发土地非农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工业

化、城镇化发展滞后，区域仍以传统的农业为主要

支撑，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同时，远离大都市内核的

区位劣势、行政区划和规划的限制，区域受到大都

市辐射有限，外部动力匮乏同时受到城市规划和定

位的限制，区域整体土地非农化发育水平不足。

图1 研究区范围界定图

Fig.1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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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区角度，受副中心影响，近郊农村土地非农化

呈现圈层化特征，远郊则呈现线状特征

大都市内核扩张产生了诸多问题促使广州市

采取多中心的发展思路，城市副中心实力得到了提

升，带动周边农村聚落的发展。发展较早且城镇化

程度较高的花都、番禺副中心在工业和外来人口的

集聚效应下，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水平较高，但由

于区域自身禀赋和副中心辐射能力有限，整体上以

行政中心为核心向外土地非农化水平呈现衰减的

面状圈层化分布(图 3a)。而增城、从化和南沙等副

中心，发展时间较短，辐射拉动作用较弱，区域内农

村土地非农化的外部拉力来源仍是主城内核，以区

域发展初期的道路经济为主，土地非农化较高的农

村聚落呈现沿主干道分布的现状特征(图3b)。

各个行政区受区位、行政区划、资源禀赋、基础

设施、自然条件等因素差异的影响，农村土地非农

化的发展程度相差较大，发育程度较高的主要是番

禺区(50.03%)、花都区(34.01%)以及白云区(32.57%)

等近郊区，一方面由于自身区位优势和主城基础设

施的不断覆盖，形成了一批以二产、三产为主导产

业的非农化主导型农村聚落和非农化型农村聚落；

另一方面，作为较早纳入市辖区的几个区域，其承

担了主城区产业的外迁和流动人口的迁移，而生产

要素的外迁再一次推动了区域工业化、土地非农化

的发展。由于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效应，较高土地

非农化率的农村聚落分布呈面状组团分布特征。

农村土地非农化率较低的区域主要为从化市

(13.56%)、增城市(17.55%)，其区位先天劣势较大，

加之地形等因素的限制，生产要素难以聚集，自发

工业化发展受限。此外，受行政区划的影响，其接

受大都市内核的辐射作用较弱。随着两区“撤市设

区”的完成，该区域也承担了主城区工业的外扩和

人口的外迁，但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和土地非农化的

初期，高土地非农化水平的农村聚落具有沿主要道

路分布的特点。从化较高土地非农化水平的行政

村多集中在G45国道和S335省道两侧，增城则集中

在广园快速路和广惠高速两侧。

3.3 局部尺度，重大基础设施往往引发周边农村聚

落土地非农化程度快速提高

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能够带来大量的资

表1 广州农村聚落类型示意表

Tab.1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Guangzhou City, 2013

农村聚落名称

农耕型农村聚落

非农化起步型农

村聚落

非农化发展型农

村聚落

非农化主导型农

村聚落

非农化型农村

聚落

土地非农化指数

0%~12.5%

12.5%~25%

25%~50%

50%~75%

75%以上

个数

396

273

254

106

78

分布

集中分布在从化、增城、南沙等城市远郊区域

和部分例如白云山附近自然坡度较大的区域

多聚集在增城、从化和南沙的大部分区域以及

花都、番禺区的外围地区

主要分布在广州中郊、近郊的番禺、花都和白

云区域，对行政区内部而言，多集中在副中心

的中郊区域

集中分布在靠近主城内核的番禺、增城、白云

区以及靠近花都副中心的部分区域，从化和增

城也有少量分布

多分布于大都市内核附近和城市副中心附近，

在一些重大基础设施(空港、海港、大学城、地铁

站)也有点状分布

特点

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产业，区域非农化程度极

低，非农用地主要以农村居住用地为主

以一产为主导产业，工业化有了初步发展，

非农用地主要由少量工业及居住用地构成

一般以第二产业为主，工业化得到了较好的

发展，基础设施得到了一定发展，大量工业

用地是非农用地的主要成分

以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为主，工业高度发展

并拉动了第三产业的形成发展，非农用地主

要以二三产用地和设施用地为主

以二产或三产为主要业态，城镇化、非农化

高度发达，村庄非农用地多元化，包含产业

用地、基础设施、城镇建设用地等

图2 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特征示意图

Fig.2 The spatial features of non-agricultural degree

of rural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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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企业以及外来人口，造成区域内生产要素的快

速集聚，对于珠三角这一典型的工业驱动城镇化发

展的区域而言，生产要素的发展往往推动农村土地

的非农化进程。因此点状基础设施建设引起部分

农村土地非农化远水平高于周边。例如南沙港附

近的行政村，多为土地非农化水平在50%以上的农

村聚落。且拥有南沙港的南沙区，与同处于中远郊

的从化和增城相比，其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水平高

出将近10个百分点。

番禺、花都等区的部分农村聚落，受白云机场、

火车南站和包含大量文教类基础设施的大学城建

设的影响，其产业业态由农业发展为商贸服务业，

大量农村土地转为非农用地，拉动了农村土地非农

化的发展。此外，地铁这一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了

出行时间和出行成本，促进了近郊区域职住分离现

象的产生和发展，人口逐渐向近郊区域集聚，其产

生的居住、消费等需求促使大量高土地非农化农村

聚落的出现。

4 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影响因素

本文参考相关成果 (万晔等, 2002; 姚龙等,

2015)并结合广州市农村聚落的实际情况，选取最

能影响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特征的4个大类的影响

因子：区位可达性因子(村内路网密度、与主城区距

离)、人口因子(户籍人口数量、外来人口数量、机械

增长率)、经济指标(村集体总收入、村民人均收入)、

土地利用类型因子(工业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村

庄建设用地、耕地、园地、林地、其他农用地)共14个

影响因子(表2)：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选取因子进行相关

性和多重共线性检验，选取最佳的影响因子组合。

回归分析发现，村内路网密度(X1)，与主城区距离

(X2)，流动人口 2012(X3)，村集体收入(X4)，村民人均

收入(X5)与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显著性较高，为显

著因子组合，相关系数R分别为0.064、0.319、0.127、

0.169、0.221；而户籍人口数量、人口机械增长率、工

业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居住用地、耕地、园地、林

地、其他农用地 9个因子显著性较低。分析得出如

下最优模型：
Y = 26.442 + 0.064X1 - 0.319X2 + 0.127X3 +

0.169X4 + 0.221X5

(3)

拟合优度 R 为 0.90，调整后 R2 为 0.95，df 值为

10，模型的总体拟合较好，5个因素能在较大程度上

对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进行解释，同时也表明农村

土地非农化是由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回归标

准系数表明，上述 5个因素显著性水平指数均小于

0.05，表明这些因素对广州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差

异的影响较为显著，并且当5个因素共同作用时，农

村土地非农化(Y)与村内路网密度(X1)、流动人口

(X3)、村集体收入(X4)、村民人均收入(X5)呈显著正相

关，而与主城区距离(X2)呈显著负相关。

基于地理探测器，利用农村土地非农化分级与

各因素的自然断点法分类进行空间耦合匹配分析

(图4)。进一步根据地理探测器模型，将村内路网密

度(X1)、与主城区距离(X2)、流动人口(X3)、村集体收

图3 不同发育程度副中心周边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空间结构示意图

Fig.3 Model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around sub-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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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X4)、村民人均收入(X5)5项指标分别与农村土地

非农化水平进行空间探测分析。对因变量农村土

地非农化水平(Y)和5个主要因子进行分析，计算得

到各因子对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决定力依次为

0.11、0.28、0.38、0.22、0.24。5个因子对农村土地非

农化的影响均较为显著。

综合多元线性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的相关分析

结果，最终确定村内路网密度(X1)、与主城距离(X2)、

流动人口(X3)、村集体收入(X4)、村民人均收入(X5)作

为影响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主导因子。

5 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特征形
成机理

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特征的形成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主导因子村内路网密度(X1)、与

主城距离(X2)作为交通通达性和联系紧密度重要的

因子，造成了农村聚落区位和基础设施的差异。流

图4 广州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与要素匹配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Guangzhou City

表2 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影响因子

Tab.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in Guangzhou City

因子类型

区位可达性

人口因子

经济指标

土地利用类型因子

因子名称

村内道路密度

与主城区距离

户籍人口数量

外来人口数量

机械增长率

村集体收入

村民人均收入

工业用地

商业服务业用地

村庄建设用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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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口(X3)因子作为生产生活的主体，其劳动力的

经济属性和自身的生活属性主导了农村土地非农

化空间特征的形成。而作为农村聚落经济发展水

平和个人经济发展程度指标的村集体收入(X4)、村

民人均收入(X5)直接驱动了村庄第二产业和商贸服

务业的发展，其他诸如城市规划、基础设施、管理水

平和重大节事则一定程度上对这一空间特征起到

了调节作用，具体的形成机理如图5。

(1) 村内路网密度。作为农村聚落可达性和对

内对外交通连接性的主要指标，是影响农村产业形

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通常情况下，交通便利、可

达性好的区域，因为物流、人流以及信息流较快，有

利于生产要素的集聚。对于珠三角而言，工业化与

非农化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企业成为过去20年驱

动珠三角城镇化、非农化的主体，路网密度高的农

村聚落，因自身工业化的发展和外来企业的进驻，

土地非农化水平较高。

广州市路网密度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白云、

花都和番禺部分工业集中区域和城市近郊区域，其

农村土地非农化较其他区域高。而增城、从化的路

网密度较低，以与主城区的主干道交通为主，因此

构成了高非农化农村聚落的线状分布特点，2个区

域外围和花都北侧的部分农村聚落，受地形等多方

面因素制约，路网密度极低，形成了农村聚落土地

非农化最低的洼地。从行政区来看，路网密度随中

心向外衰减，故形成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也围绕行

政中心向外呈衰减的状况。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的

发展以及区域功能定位的转变，一些农村土地非农

化推动力逐步由工业向服务业过渡，路网密度的影

响减弱，表现最明显的即为番禺区，受功能定位、综

合交通的完善以及区域产业升级更新的影响，路网

密度的影响力较低(图6a)。

(2) 与主城区距离。是农村聚落区位优劣势的

重要指示因素，也是农村聚落受主城核心经济与公

共服务辐射强弱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关研究表明，

广州的城镇化仍然是近郊城镇化为主(周春山等,

2015)，外来人口、企业以及基础设施的分布多集中

在近郊区域，近郊农村聚落更容易得到产业发展的

机会。此外，随着主城产业外迁，近郊生产要素集

中区域往往成为外迁的首选，促进工业化和农村土

地非农化进程的加快。中远郊区域由于距离原因，

生产要素、基础设施不够完备，难以吸引外迁企业，

导致农村土地非农化进程发展缓慢。

由于大都市区农村腹地辽阔，远郊农村聚落容

易受到其他辐射中心的影响。一方面，多中心的发

展战略促进副中心的形成与发展，部分村庄的辐射

图5 大都市区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影响机理示意图

Fig.5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in metropolitan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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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由主城内核逐步转向为副中心内核，副中心周

边的区域，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得到了一定提高，

其提高程度和副中心的发育程度呈正比。另一方

面，受区域一体化和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影响，部分

远郊农村聚落受到临近城市内核的辐射和影响，工

业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土地非农化水平得到了提

升。例如花都与佛山相邻以及增城与东莞相邻的

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程度明显较高(图6b)。

(3) 流动人口。该因素作为农村聚落重要的资

源要素和生产指标，对广州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

决定力最强。从人的经济属性角度看，对于以劳动

密集型企业为主的珠三角地区来说流动人口作为

重要的生产要素，能极大地推动产业的形成和发

展，从而影响土地非农化水平。从人的社会生活属

性来看，外来人口集聚能产生大量的居住、饮食、购

物和休闲需求，可促生区域商业、房屋租赁等相关

服务业的发展，拉动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发展。

广州的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番禺、花都和增城

近郊区，这些区域原有的乡镇工业较多，大量就业机

会促进外来人口进入，而围绕着工业村庄，形成大量

的服务型村庄，促进了高土地非农化农村聚落面状

布局的特点。而从化、增城的外来人口相对较少，除

行政中心周边有少量的外来人口集聚形成的高土地

非农化水平农村聚落外，整体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

较低。另外，重大基础设施往往能促进外来人口的

集聚，从而拉动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提升，例如南

沙港附近、包含大量文教基础设施的大学城周边等

区域，高土地非农化农村聚落呈点状分布(图6c)。

(4) 村集体收入。该因素作为农村聚落经济水

平重要的指标，是村庄发展程度和村政府服务能力

的体现。一般状况下，村集体的收入与村政府服务

能力和村庄建设能力成正比，收入越高，基础设施

的完善、建设力度越高。高集体收入的行政村的主

导业态多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多数拥有自己的村

办企业，其非农化水平也较高。而村集体的财政收

入越低，则意味着村政府相应的建设能力和服务能

力受资金制约较大，多以传统的农耕产业为主，产

业难以带动土地非农化的发展。

广州市村集体收入较高的行政村多集中在番

禺区、白云区，低水平的多集中在花都、南沙的农村

聚落。指标较高的行政村多分布在地铁出口附近，

主要产业除工业之外，服务业和例如动漫在内的新

兴产业也逐步发展。而增城和从化的大部分村庄，

由于先天农村工业化发展不足，加之承接主城产业

外迁尚处于初级阶段，工业化水平不高，非农化程

度也相应较低(图6d)。

(5) 村民人均收入。村民收入也是农村聚落经

济水平一个典型指标，对应着村庄居民的购买力、

生活需求和村庄经济的发展状况。村民人均收入

较高的农村聚落，居民主要从事的行业以第二第三

产业为主，若本村有相应产业，则对应村集体收入

较高的状况；另一种情况则是周边城镇或农村有较

好的就业机会，村民外出打工提升自身的收入水

平，促进村民对居住条件、生活条件、通勤条件改善

的愿望，间接推动了村庄基础设施、居住用地的建

设和增加，从而引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提高。

广州市村民人均收入较高的农村聚落集中分布

在番禺、南沙和花都地区，且南部各区高于北部。这

些区域都有二、三产支撑，大部分村民从事行业也以

二、三产为主，整体城镇化水平较高。而从化和增城

等远郊区域就业机会较少，虽有一定量的农村居民

外出从事二、三产业工作，但大部分地区仍以第一产

业为主，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有限(图6e)。

从上述各个区域对比来看，农村聚落土地非农

化发展初期，区位因素(与主城距离)和交通要素(路

网密度)作为主要因素，对农村土地非农化起到支

配作用，道路经济成为土地非农化的催化剂；而后

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以及城市结构的转变，区位

和交通要素重要性下降，作为生产要素的外来人口

等生产要素成为农村土地非农化的重要推手，促进

农村聚落经济水平和土地非农化水平提升。而为

了推动产业和经济发展，部分行政村利用集体收入

完善基础设施、办公设施等，土地非农化水平再次

升高。而随着村民收入的增加和外来人口的集聚，

生活需求逐步取代生产需求，商业、房屋租赁等服

务业推动村庄业态升级和土地非农化程度的提高。

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空间格局是一个复杂过

程产生的结果，其受多种要素共同作用产生(表3)。

除了可以定量的因素之外，一些其他要素也对其有

较大影响。①城市规划对于区域功能的定位容易

引发企业和流动人口等的流动，从而影响土地非农

化水平。如从化被划定为水源保护区和生态功能

保护区之后，原有的石粉、采矿行业迁出，农村土地

非农化发展更加缓慢；②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先划

入的番禺、花都副中心的发展程度远高于从化、增

城区域，土地非农化水平差异明显；③重大节事活

动例如亚运会等，大量场馆、分会场建设的用地需

求极大地推动了副中心和周边农村聚落的土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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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化进程；④城乡管理以及企业管理对于产业、人

口的布局发展均有一定影响，对农村地区的土地非

农化也会产生一定的作用。

6 结论与讨论

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集聚了大

量的人口、企业和资金等要素，城镇化过程强劲，用

地需求旺盛。中心城区强大的经济辐射和土地需

求促使周边农村聚落产业提升及用地性质发生变

化，从而带动周边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的发展。

(1) 整体上，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及农

村聚落随着与大都市内核的距离增加而逐步衰减，

表3 不同行政区各因素影响强弱分析表

Tab.3 Influence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in different districts of Guangzhou City

番禺区

花都区

白云区

萝岗区(现黄埔区)

增城市

从化市

南沙区

X1村内路网密度

高

√

√
√
√

中

√

√

低

√

X2主城距离

高

√

√

中

√

√

低

√

√
√

X3流动人口

高

√
√
√
√
√
√
√

中 低

X4村集体收入

高

√
√

√

√

中

√

√

低

√

X5村民人均收入

高

√

√

中

√
√
√
√

√

低

图6 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主导因素分级示意图

Fig.6 Key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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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副中心随发展程度不同，农村非农化空间分布

由线状向面状过渡。广州市城镇化目前主要还是

以近郊城镇化为主，远郊区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

程受限。从各区来看，大体上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

基本围绕各区副中心内核向外随距离衰减，但显著

性与副中心的发育程度呈正相关。番禺、花都副中

心发育程度较高，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围绕副中心

呈面状圈层化分布；而从化、增城则由于发育时间

较短，副中心辐射能力较弱，土地非农化程度较高

的农村聚落集聚在主干道两侧，呈线状集中分布。

随着副中心的继续发展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逐

步覆盖，区域间差异将为逐步缩小，线状分布的空

间特点将逐步演化为面状圈层化分布。

(2) 大都市区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机制复杂

和多元化，影响要素随着非农化发展程度呈现由自

然要素向生产要素进而向生活要素转变的趋势。

除交通、经济、人口等方面可以量化的指标外，城市

发展思路、城市规划管理、跨城市之间的区域合作

和分工，以及对环境、社会平等、生活质量等方面的

多元关注都对农村土地非农化产生不同的影响。

随着农村聚落非农化的发展，主导因素则呈现由自

然、区位因素向生产、产业要素过渡，最终向生活、

个人要素发展的状况。

(3) 在大都市区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影响

下，农村土地非农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如何充分

利用非农化的过程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重点

考虑的问题之一。科学、合理的新农村规划显得十

分必要。在高速发展的农村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构

建一个真正留得住文化，而又兼顾农村居民发展诉

求的新农村系统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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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features and forming mechanism of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in metropolitan area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City

LIU Ying1, ZHOU Chunshan1*, HUANG Wanling1, ZHU Qianqiong2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As the result of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strategic decisions promulga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cluding Urban and Rur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New Urbanizatio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government's focus on problems facing rural areas, rural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e, rural settlements have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of contemporary geography in China. As a key area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factors, the land use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metropolitan areas changes

rapidly and complicatedly,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research. This study divided the rural

settlements into five categories and then analyz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in

Guangzhou City in 2013 using correlated index and G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decreases with the distance between a rural settlement and the metropolitan area, and increases from the

outer suburb to the inner suburb.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al

degree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strict centers. The distribution of non-agriculture land in inner suburb

areas is zonal spread while the distribution in outer suburb areas is along the main roads. (3) The level of rural

development is generally higher where major infrastructure is developed. Finall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land non-agriculture degree in Guangzhou City by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how to use rural non-

agricultural process to promote urban development, optimize and regulate rural land use, and plan village

development.

Key words：non-agricultural degree of rural land; spatial feature; forming mechanism; rural settlement; metropol-

itan area; Guang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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